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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八○年代新政府運動的帶頭下，私有化長久以來被認為是一個經濟

典範下的產物，也是幫助政府節省成本、追求效率的一種最佳方法之一，

而契約委外可謂是這個私有化潮流下最有代表性的工具。筆者檢視國際上

契約委外的諸多個案分析，發現到無效率、浪費、失敗的例子多得不勝枚

舉，但是各國政府仍不斷的將其政府服務發包給私人企業或民間社團。筆

者不禁懷疑：難到「追求效率」這個假定有問題嗎？在回顧文獻之後，筆

者認為契約委外的研究長期以來受到經濟典範的影響，導致出現了一些偏

差的假定，這些偏差假定進而影響契約管理研究不當的理論應用、績效衡

量、以及知識論基礎。若從社會─政治途徑的角度來觀察，我們會發現契

約委外本身的目標不一定是為了效率，很多時候可能是政治上合理性與正

當性的考量。在此情形下，我們將經濟途徑的理論，例如代理人理論與交

易成本理論，應用在契約管理的研究上，便成了「牛頭不對馬嘴」的謬

誤。在績效衡量上，學者們也忽略了許多社會與政治面向上的指標，好比

說廉潔程度、課責性、與勞動市場的問題。爰此，本文藉由文獻回顧，分

析研究契約委外的兩種途徑：經濟途徑與社會─政治途徑，並用平行陳列

的方式比較兩種途徑的目標、契約管理的理論應用、績效衡量、與知識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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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筆者並期待學者們在未來的研究中能就社會─政治面做更多的探

索。 

[關鍵詞]：契約委外、私有化、經濟途徑、社會─政治途徑、比較分析 

 
 
 

壹、前言 

私有化可基本上定義為將政府一部份或全部的服務轉由私部門提供，而契約委

外是私有化中最重要的型式之一，在美國，契約委外幾乎成了私有化的代名詞

（Brudney, Fernandez, Ryu & Wright, 2005）。契約委外之所以不同於抵用卷、補助

金、出售、或其它種類的私有化型式，在於政府只是委託私部門或非營利部門提供

服務，對於該項服務或功能依然保有既定程度的所有權與控制，所以在必要的時

候，政府可以較為容易地停止契約或回包（reverse contracting），這也難怪與其它

私有化型式相比，契約委外更受到政府的歡迎（Seidenstat, 1999）。 

契約委外的原理，根據新公共管理支持者的說法，就是讓私部門或第三部門提

供服務藉以打破所謂的政府壟斷（Kettl, 1997）。更確切一點的話，就是認為公共

服務若由政府這個單一生產者提供將無法達到效率最大化，但是契約委外可以強化

競爭（Quinn, Doorley & Paquette, 1990），進而改善無效率的問題。根據

Domberger（1998）的說法，契約委外的優點有以下四點：第一，承包商通常有更

專門的知識、技能、與特殊功能；第二、委外可以增加市場競爭；第三、調整契約

內容要比調整層級結構容易得多；第四、委外可以降低成本、或增加服務內容。也

就是說，契約委外將可以順利解決政府的兩大弊病：僵化與浪費。 

不容否認，在國際上不乏有許多減少成本、彈性增加、服務品質改善等成功的

委外案例（Jensen, 1997; Lips, 1997; McDonald & Anderson, 1997; Steinarsson, 

1997），但是近年來的研究證據一再顯示契約委外並無法確保效率的提升與服務內

容的強化（Boyne, 1998），成本升高、資源配置失當、與服務品質低落的失敗例

子時有所聞（Allen, 1989; Barrera, 1997; Botkin, 1999; DeHoog & Stein, 1999; Hatry, 

1983）。Warner、Ballard 與 Hefetz（2003）發現，在美國 1992-1997 年間，有 88% 

的政府部門將至少一項外包的服務收回經營（contracting-back-in），這也意味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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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契約失靈」（contracting failure）的出現。但是，吊詭的是，在同樣的時間點

上，96% 的政府至少將一項政府服務外包出去。這種「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

行」的行為模式到底代表什麼樣的一個意義？難道政府的行為是非理性的嗎？還是

說，效率根本就不是政府想追求的一個目標，只是我們一廂情願地「假定」如此？

如果效率真的不是契約委外的最終目標，那麼可能的目標是什麼？我們今天在研究

契約管理時所採用的理論、績效評估的方法、以及知識論等，是不是都應該隨著這

個「假定」的改變而有所調整？ 

筆者認為，公共行政界長期以來受到「批判經濟典範」（或經濟途徑）的制

約，在研究契約委外上多以規範性的批判為主。許多學者將效率視為契約委外的一

個終極目標，或將契約委外視為新政府運動的一個代名詞，新公共管理的衍生物，

在世界各國都在對這波管理主義與政府改造進行反省的時刻，契約委外也應該拿來

批判批判，因為它只是「將公民視為顧客」（Carroll, 1995），所以「與公共性無

法相容」。但是，如 Lynn（1998: 232）所言：「儘管新公共管理被一群崇拜者供

為典範，它終究不過是個朝生暮死的議題罷了」。時至今日，新公共管理基本上可

說已經被「資源回收」了（Dunleavy, Margetts, Bastow & Tinkler, 2006），但是契

約委外仍然屹立不搖的存在政府行政中，這更說明了把契約委外與新公共管理放到

一個籃子裏是不恰當的，因為契約委外實在不是個新玩意兒。在美國，第一個政府

委外的契約是有關於郵政的服務，距今兩百多年前就出現了（Cooper, 2003），只

是這個平凡無奇的政策工具到了二十世紀的新政府運動才被經濟學家們披上了一層

「新公共管理」與「管理主義」的外衣，也因此得到了政府官員們的青睞

（O’Toole & Meier, 2004b）。 

所以，本文的目的不在於重提公共性或加入批判新公共管理的行列，而在於重

新審視契約委外的研究假定與理論基礎，畢竟契約委外的出現，遠遠早於這些政府

改造運動達數百年之久。本文將「社會─政治途徑」視為與「經濟途徑」對等平行

的一個觀察角度，用以分析契約委外的另一個面向。最後，筆者期待本文對往後的

契約委外研究能提供一個更廣闊的視野。 

貳、社會─政治途徑：經濟途徑以外的另一視角 

「經濟途徑」與「社會─政治途徑」這兩個名詞其實並不是筆者原創的，而是

受到當代公共管理（public management）研究的一個啟發。必須加以說明的是，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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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管理與所謂的管理主義（managerialism）或新公共管理（new public management, 

NPM）等八○年代的政府改革運動並沒有直接的關聯；公共管理不過是在公共行

政的大範疇下其中一個研究取向而已（Brudney, O’Toole & Rainey, 2000），就像有

些公共行政學者專攻行政法、公共政策、行政與政治制度等，有些則專門於公共管

理。契約委外研究有相當大的部份即是專攻公共管理的學者們完成的。 

再細究公共管理的話，大致上可以分成兩大派別（Bozeman, 1993）。第一大

學派是 P（policy）途徑學派，即一群經濟學家和政策分析家們「退去法衣」

（defrocked）後進入公共管理的領域，為公共組織高層的領導人提供政策建議。這

個派別以 Robert Behn（1995）為代表人物，並具有原始的經濟學家特色：缺乏公

共行政的訓練背景，對於事實陳述傾向運用個案化、簡單化、科學化、數量化的方

式呈現。其實這樣的傾向並不難理解，畢竟他們的主要顧客是忙碌的政客們，這些

政客並沒有充裕的時間去理解諸多公共行政所強調的價值問題。本文所使用的「經

濟途徑」一詞即是反應這個學派的學者對契約委外所關注的一些主要問題：效率與

生產力的提高。 

另一個學派是 B（business administration）途徑學派，由一群受過傳統公共行

政訓練的學者組成，他們多在學界中為了建立公共行政特有的理論而努力。

Lawrence Lynn（1996）與 Hal Rainey（2009）都是這個學派的代表人物。這一派的

學者亦企圖運用「公私差異」的概念為基礎，將大量的企業管理理論移植到公共組

織的系絡下，檢視是否公部門的特殊政治系絡會改變企管理論的應用，進而創造出

具有公部門特色的管理理論或行政理論。本文所使用的「社會─政治途徑」即是反

應這一派學者對於契約委外所關注的問題：契約委外原本是一個商業概念，其研究

在商業管理學界已有相當的歷史，也有相當的理論基礎，但是如果將委外搬到公部

門中就可能出現商管理論不適用的情形。最簡單的一個例子：企業所面臨的競爭遠

大於政府，契約委外若發生在私部門的話，必然經過詳細的得失評估，否則將可能

危害組織生存。但是，契約委外若是由政府採用，那就不一定和效率或生存扯得上

邊，因為政府將服務委外的理由很可能是因為民眾的責難而不得不去做。在此情形

下，契約委外本身就具有一種政治性的目的而非經濟性的目的，政府自然也少了動

力去強化監督與減少成本，貪污腐化也容易發生。所以，對契約委外的績效衡量，

傳統的經濟指標便不太合適，而必需採納更大範圍的社會績效指標與政治績效指標

（Hodge, 2000）；一些對於契約管理的經濟理論也不足以解釋委外過程中的行動

者關係，學者們因而採用了大量的社會學與政治學的理論來描繪契約委外的動態，



政府契約委外的再檢視：目標、理論應用、績效衡量、與知識論基礎 

‧115‧ 

這些理論將在以下一一介紹。 

簡言之，契約委外雖然在起始時是個商管議題，當今的公共管理學界卻對其抱

持高度的興趣。在公共管理這個傘型架構下，筆者將藉由經濟途徑與社會─政治途

徑的對比，對契約委外研究做一個更有系統的介紹。在以下章節中，筆者以平行論

述的方式，呈現經濟途徑與社會─政治途徑在契約委外目標、契約管理的理論運

用、績效評估、與知識論上的差異。 

參、平行論述之一：契約委外的目標與契約管理的理論應用 

一、經濟途徑：追求效率為目標 

政策學派的經濟學家們是經濟途徑的愛好者。他們一部分的人在政府中任職，

運用他們的經濟學知識向政府官員們提供契約委外的政策建議，另一部分的人在學

界運用個體經濟學基本理論，分析契約委外成敗的原因。政策學派的分析家傾向認

為由政府來提供公共服務會效率不彰，除了沒有競爭以外，當然還有許許多多官僚

本身的缺陷，好比說公家機關容易受到過多政治利益上的干擾，政治命令時有衝

突，文官永業制容易吸引有風險規避傾向的公務員，官僚體系中正式規範太多形成

繁文縟節等等（Boyne, 2002b; Bozeman, 2000; Bozeman & Kingsley, 1998; Chun & 

Rainey, 2005; Rainey & Bozeman, 2000; Weimer & Vining, 2004）。根據 Osborne 與

Gaebler（1992）的說法，理想的企業家精神政府必需要將政治與行政分離，因為

行政問題與政治問題是不相干的（Wilson, 1941: 493-494），只有當行政歸行政，

政治歸政治時效率才可能改善。著名的公共選擇理論（Niskanen, 1971）則是主張

官僚因為自利的關係，會不斷極大化自身的預算與組織規模並造成浪費。所以，他

們將委外視為活絡勞動力市場、避免官僚失靈、與強化競爭的工具（Savas, 

1987），而委外最終的目的當然是節省成本與提升效率（Choi, Cho, Wright & 

Brudney, 2005; Domberger & Jensen, 1997; Gill & Rainey, 1998, September）。 

至於為何政府契約委外給私部門可以提升效率，這就有不同的說法了。比較早

期的理論依據是 Hayek（1949），他認為許多知識是難以符點化（non-codified）

的，所以知識散布在社會各個不同角落，而透過官僚層級系統將知識集中非常不

易，所以政府通常較私人企業更為「無知」。七○年代比較有代表性的理論是由

Alchian 與 Demsetz（1972, 1973）提出的產權理論（property rights theory），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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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論主張人是傾向於逃避責任的，所以組織必需借助專業監督者的力量來確保組織

成員努力工作。但是由於公共組織的產權為公有，專業監督者無法得到監督帶來的

實質回饋，所以並不會盡其所能地扮演好監督者的角色，最後導致經一個「誰來監

督監督者」（monitor the monitor）的問題（Rowthorn & Chang, 1993）。 

上述兩個理論的共通論點在於經營權轉換，意即只要將公共服務經營權由公部

門轉換給私部門或第三部門即可帶來效率。但是當代的契約管理理論皆主張將服務

委外經營與高效率之間，還有諸多可能性會造就「契約失靈」現象的出現。最常被

經濟學家們應用的理論是市場原理，意即一個運作成功的市場必需具備以下的條

件：第一、有大量的買方與賣方競爭以及「無進入市場的障礙」（no entry 

barrier）（Domberger & Jensen, 1997; Weimer & Vining, 2004）。換言之，如果當包

商數量不足時，會形成有限競爭與壟斷（Alchian & Demsetz, 1972; DeHoog, 1984; 

Rowthorn & Chang, 1993; Sclar, 2001），進而損害效率的提升，故當代的契約委外

研究經常強調少數競標對效率的危害與可能的負作用，如綁標圍標等，也常討論到

如何防止這樣的問題（Whitford, 2007）。第二、買方與賣方們必需充足了解彼

此，才不會產生資訊不對稱的情形。資訊不對稱的概念在契約委外中時常被應用

到，例如最經典的代理人理論（ principal-agent theory ）與交易成本理論

（transaction costs theory）都奠基於資訊不對稱這個概念上（張筵儀，2002）。這

兩 個 理 論 認 為 一 個 契 約 的 成 立 必 需 有 契 約 本 人 （ contractee ） 與 包 商

（contractor），這兩方通常具有不同或衝突的組織目標與利益，而且他們都不是全

知全能的（Goldberg, 1980）。包商通常希望契約市場永不消失，在此同時他們也

會希望保持契約彈性，一旦契約不利於他們，他們可以立即離開市場；契約本人則

是希望服務提供永不中斷，但在此同時他們希望他們可以在市場中找到更有效率的

服務提供者，如此一來，投機行為就會發生（Hirsch, 1991）。由於兩者間的互信

不足，道德風險（moral hazard）便有可能危害契約的效率，故政策分析師們便不

斷提醒公部門的管理者強化對包商的監督（Brown & Potoski, 2003a, 2003b; Dilger, 

Moffett & Struyk, 1997; Gill & Rainey, 1998, September; Warner et al., 2003）以減低

因為投機帶來的交易成本。 

簡言之，經濟途徑下的理論有以下特徵。第一、他們假定人性是自利的，是追

求利益極大化的。第二、他們具有比較微觀的視野，檢視短期的契約以及少量行動

者，通常對焦於契約雙邊制度的建立，而這套制度是對於政府最有利的契約規範 

（Hodge, 2000）。第三、最重要的是，這些理論都建立在一個假定上，那就是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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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的訂定是為了提升政府效率，減低成本浪費，提高服務產出。然而，這個假定若

是就社會─政治的觀點來看，其實並不恰當。 

二、社會─政治途徑：追求政治上的正當性與合理性為目標 

社會─政治途徑所講求的是商業管理概念與理論在公部門的適用性，就契約委

外來說的話，就是探討其在公部門目的性是否真如經濟學派所說的是「效率」還是

另有其他目標。的確，商業組織一旦做出契約委外的決定必是出自於效率的考量，

這是因為市場競爭帶來的生存壓力所致。然而公共組織會因為沒有效率而死亡嗎？

這個答案基本是否定的。公共組織在競爭壓力極小與法規明訂其存在的情況之下，

即使無效率也能「不朽」（Kaufman, 1976）。換言之，公共組織本身從來不以追

求效率為目的，我們更不能期待政府會因為採用了契約委外這個治理工具就開始重

視效率。那麼為什麼政府仍不斷地將服務一項一項外包給私部門與第三部門呢？答

案其實很簡單，就是為了得到民眾支持而增加其施政的合理性。得到民眾支持是從

何說起呢？事實上大眾對於契約委外在技術上的內容了解並不多，但是不管是美國

也好、台灣也好、中國大陸也好，一般人一提到「政府」兩個字時多半姆指朝下。

很明顯的例子是在「美國政府導論」的教科書中基本看不到對政府太正面的形容

詞，反而像是官僚、浪費、自肥、酬傭、無效率、繁文縟節等等負面語層出不窮

（Cigler & Neiswender, 1991），公務員們的薪水、福利也常被拿來大做文章（Cox 

& Brunelli, 1994），也無怪乎政府不僅常被認為「無法解決問題」，還被批評「本

身就是個問題」（Savoie, 1994）。時至今日，在選舉中「消費政府」也一直都是

政客們最喜愛的選項之一（Garrett, Thurber, Fritschler & Rosenbloom, 2006）。在人

民對於政府不信任的狀況下，契約委外變成一種時尚。人民不僅傾向於相信私部門

或非營利部門所提供的服務，更相信契約委外可以達到政府精簡、避免浪費的目

標。於是乎，政府在這樣的壓力下幾乎毫不保留地「出清服務」，並且希望與承包

商的關係可長可久，如此就不必再花錢花時間再競標，也無需收回經營。總之，對

廣大的民眾而言，政府契約委外就代表了改善效率的第一步；但是對政府而言，契

約委外在「政治正確」上的意涵遠較效率更為重要，而政治正確用學術一點的用語

來說就是「行政上的合理性與正當性」。 

經濟途徑中的產權理論、代理人理論、交易成本理論、以及市場模型等都是假

定效率為組織最終極關懷的目標，進而解釋契約簽定前後行動者的行為、互動關

係、與制度設定。如果說效率不是政府將服務委外的首要目標，那麼這些理論在公



‧公共行政學報‧  第四十期  民100年9月 

‧118‧ 

共組織中的應用便會產生適用性問題。筆者依循社會─政治途徑的邏輯，將政府契

約委外的終極目標重新定位為「尋求正當性與合理性」，進而討論其相關理論基

礎。 

（一）尋求契約委外的象徵意義 

政府將一個公共服務委外經營的考量點常常是很隱晦的，有時甚至帶有象徵性

的意義。不容否認，理性一點來看，企業或地區性的非營利組織有時比政府更了解

民眾需要，經由契約委外或許能讓政府藉由知識分享了解到更適當的服務內容 

（Globerman & Vining, 1996），服務遞送方式的創新（Smith & Smyth, 1996），進

而改善服務品質與對公眾的回應性（Cooper, 2003）。然而，政府將服務委外的理

由通常不見得是理性的。根據組織制度理論（DiMaggio, 1988; DiMaggio & Powell, 

1983; Meyer & Rowan, 1977; Meyer & Scott, 1983; Scott, 1987; Zucker, 1987），組織

常有意識或無意識地進行模仿的行為，因為只要適度地與環境中其它的組織保持同

型 （isomorphic），就能夠保有組織存在的合理性與合法性。換句話說，公共組織

的首長們在看到其他政府機關都在進行私有化或契約外包的同時，因為感受到同型

化的壓力而不得不做的情形勢必在所難免（Chen, 2009; Van Slyke, 2003），所以沒

有經過謹慎評估其經濟與社會效益就輕易外包的例子也屢見不鮮（Gill & Rainey, 

1998, September; Wallin, 1997）。這種情形可說是「契約外包由手段變成最終的目

的」，可以想見這樣的委外必然缺少計畫，其後果就是少數競標、競爭不足、浮報

戰果等，也有可能造成大量公務員失業或重新安置（Ewoh, 1999; Lawther, 

1999），更糟糕的情況就是簽約後無力監督、缺少課責、官商勾結、以及貪污腐敗

（Hodge, 2000），最後引起社會與公眾的不滿（Hefetz & Warner, 2007）。 

很可惜的是，雖然組織制度論提供了最基本的理論基礎，也有一些研究提及了

契約委外象徵意義或許大於競爭意義，但是當代公共行政的文獻中還找不到有將

「象徵性外包」與負面影響做連結的研究。關於這些負面的影響確實有相當多的文

獻，筆者將其留待討論績效評估時做更詳盡的介紹。 

（二）契約委外的橫向擴張：藉大量契約委外來縮小政府規模 

公共組織近年來的正式雇員減少、契約雇員增長（Light, 2003），這反應了政

府運用契約委外追求合法性也反應在組織精簡上，畢竟龐大的政府總給人一種臃

腫、不靈活、沒效率的觀感。換一個角度看，組織精簡在某種層面上代表了政府將

服務盡數外包進而造成空洞化國家（hollow state）或無政府治理（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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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out government）的現象（Frederickson & Frederickson, 2006; Milward, 1994; 

Milward & Provan, 2003; Peters & Pierre, 1998）。換言之，空洞化國家象徵著政府

藉由大量的契約委外使自己置身在一個大規模的網絡關係當中（Milward & Provan, 

2000）。如果說政府契約委外的目標在於縮小自身、空洞化自己、進而避免「政府

失靈」，那麼經濟途徑中用以解釋兩造動態的理論在格局上便有限制，反而是近來

在公共管理學界興起的一股網絡研究風潮對新一代的契約委外研究有著更重要的啟

發。當然不容否認，社會─政治途徑下的網絡理論發展與經濟途徑的理論相比，離

成熟尚有一段差距。 

根據 Berry 等人（2004）的文獻回顧，網絡研究的傳統有三：公共管理的傳

統、政治科學的傳統或政策網絡、社會網絡分析。當代的網絡研究或多或少都採納

了這三個傳統的一些觀點，筆者選擇了三個較有代表性的網絡「研究團隊」，檢視

這三個傳統如何在這些團隊的研究中反應出來。第一組團隊是由 Meier 與 O’Toole

所組成，他們企圖將網絡管理與政策績效做一個連結，並討論「管理是否重要」

（does management matter）（Meier & O’Toole, 2001, 2003; O’Toole & Meier, 2004a, 

2004b）。他們的研究中包含了許多重要的政策網絡概念，好比說網絡管理者在動

員資源與阻隔限制的能力，但是他們並沒有採用社會網絡分析。他們假定網絡是由

一群政治行動者組成的，這些行動者經常運用政治壓力來改變現有方案與規避責

任。但是，只要網絡管理者方法運用得當，並保持網絡成員高頻率的接觸，政策績

效還是會提升，只是管理與績效兩者間的關係可能不是線性的。 

第二組團隊人馬是由 Agranoff 與 McGuire 組成，他們關心的問題也是網絡的

管理（Agranoff & McGuire, 1998, 2001a, 2001b, 2004a; McGuire, 2002），但可惜的

是這個研究團隊並沒有將管理與績效做一個連結。與前一組人馬類似的是他們採用

了許多政治學與政策網絡的概念：複雜性、互依性、風險、利益衝突、不可預期的

結果、集體決定等。也因此，他們認為管理網絡與管理單一組織需要的能力是不一

樣的，他們必需能掌握 activation、framing、mobilizing 與 synthesizing 等四種策略

能力，才能使網絡的發展與合作可長可久。更確切一點說，網絡管理者必需知道誰

可能參與，同時了解參與者具有什麼樣的資源（activation）；他也必需懂得如何運

用規範設定來影響網絡成員的價值與認知體系（framing）；他最好能夠為網絡成

員建立共同的目標、聯盟、與共識（mobilizing）；他也得有增進成員互動、減低

複雜性、促進資訊交換的能力（synthesizing）。McGuire（2002）也認為目標上的

共識、資源充足與否、過去合作經驗、與需求上的衝突會影響管理者對這四種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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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運用。這個研究團隊的著作《協力型公共管理》（Collaborative Public 

Management, 2004）（Agranoff & McGuire, 2004b）即說明多元協力管理的重要

性，並強調因社會環境日益複雜，「政府協力的對象逐漸拓展至橫向政府不同部

門、公民社會、非營利組織以及營利地企業等不同主體，共謀公共問題的解決之

道」，最後逐漸轉化及增量為「協力型公共治理」（collaborative governance）。也

就是說，政府公助資源、個體自助、社群互助的關係，從過往的依賴進入協力的階

段（李宗勳，2009）。協力型治理的概念也被應用在警政、危機管理、與電子化政

府的研究上（李宗勳，2010 年 11 月，2010；曾冠球，2010；曾冠球、陳敦源、胡

龍騰，2009）。 

最後一組團隊是由 Milward 與 Provan 組成，他們所關注的重點是網絡結構與

效能的關係（Milward & Provan, 1998, 2000, 2003; Provan & Milward, 1995, 

2001）。他們的研究基本上以社會網絡分析為主軸，探討網絡的規範與結構是否對

網絡行動者的行為有所限制或影響，以及探討是否行動者行為會影響網絡結構

（Granovetter, 1985）。他們認為網絡行動者的互動模式，包含權力集中程度與財

務控制的離散程度等，都對社區效能、網絡效能、以及參與者效能有所影響，而結

構與效能的關係則常被資源稀少程度與網絡穩定程度所干擾。 

總之，網絡是政府大量契約委外後的產物，也可以說是一種更複雜的契約委外

型式。或許對某些人來說網絡就是個喻象，但是對某些人來說它卻代表著委外政策

遊戲中的集體行動，在這個遊戲中政府管理者運用權力與各式各樣的策略管理技術

來改善委外的績效（Dowding, 1995; Klijn & Koppenjan, 2000）。順帶一提，在社會

網絡傳統中所討論到的「鑲嵌」（embeddedness）概念也幫助我們了解到持續性的

互動會強化網絡密度與加速合作（Dowding, 1995），進而增加政府採用關係式契

約（relational contracts）的可能性。關係式契約正是本文的下一個主題。 

（三）契約委外的縱向擴張：建立長期契約關係 

如前所述，委外本身的象徵意義即是帶給政府行政的合理性與正當性。更具體

一點說，能夠把委外的範圍加大、時間加長，在合理性上就更加具有說服力。如果

說網絡研究的發展象徵著政府將契約委外的範圍向外擴張，那麼對於關係式契約的

研究就是象徵著政府意圖透過與包商建立更穩定的契約關係，並將契約委外的壽命

延長。一旦關係式契約形成，政府便可以減少再競標的時間與成本，也可以毋需顧

慮必需收回經營。畢竟頻繁地更換包商對服務接受者的人民來說也造成相當的不

便，對政府的名聲也有一定的負面影響（政府沒眼光才會選不到好的包商）。 



政府契約委外的再檢視：目標、理論應用、績效衡量、與知識論基礎 

‧121‧ 

關係式契約是相對於正式契約而言的。正式的契約關係假定就如經濟途徑所說

的一般，認為契約兩造是自利的、風險規避的、資訊不對稱的、目標不一致的，所

以政府必需運用正式契約與高強度的監督來減低因道德風險產生的成本。換個角度

來看，如果政府能事前降低資訊不對稱的程度或與包商建立共同目標，那麼監督的

必要性自然也下降 （Waterman & Meier, 1998），這也是為何近年來關係式契約研

究盛行的理由 （Fernandez, 2005, September; Jeffries & Reed, 2000; Parker & Hartley, 

2003; Poppo & Zenger, 2002; Romzek & Johnston, 2005）。關係式契約泛指一種基於

信賴與社會資本（Bourdieu, 1985; Burt, 1992; Fountain, 1998; Portes, 1998; Schiff, 

1992）的契約型式，契約中明示的文字純粹是一個簡單的大綱，真正規範行為的是

雙方默會的認識。高度的信任、高度累積的社會資本、與組織的名聲是運用關係式

契約的基礎，因為這種「模糊規範」的契約關係下，未來的不確定性是很高的

（Fernandez, 2005, September; Parker & Hartley, 2003; Romzek & Johnston, 2005）。

然而如果一旦關係式契約成形，通常它的壽命會比正式契約來得長，所以有些學者

認為關係式契約或許可以用來取代正式契約（Raiser, Haerpfer, Nowotny & Wallace, 

2001）以增強政府的合理性；有些學者並不這麼認為，他們認為這兩種契約形式或

許應該是互補的或相互增強的（Blomqvist, Hurmelinna & Seppanen, 2005; Poppo & 

Zenger, 2002）。雖然在實證上這兩者究竟是互相增強或互斥，學者們迄今還未達

到一個共識，但是與傳統契約相比，關係式契約確實較能幫助政府達成「追求合理

性與正當性」的目標。 

肆、平行論述之二：契約委外的績效評估 

一、經濟途徑：追求效率，所以關注可計量的產出與結果 

以經濟途徑看待契約委外的績效評估非常容易理解。因為經濟途徑對於契約委

外的假定是追求效率，所以一項委外方案的績效指標非常直接易懂，包含成本降

低、市場競爭的增加、生產力的提升等都是經常採納的指標，有時也可以就消費者

的觀點來定義效率，好比說在同等服務品質的情形下收費是否下降等（Hodge, 

2000）。政策學派的分析師們經常選用的績效評估方法有兩種：成本效益分析

（cost-benefit analysis, CBA）為其一，這種分析法需要能夠金錢化的指標；成本效

能分析（cost-effectiveness analysis, CEA）為其二，這種方法不必要求金錢化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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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但是需要可量化的指標。不論是哪一個，至少我們知道經濟分析師們對於可以

數量化的東西較感興趣。 

產出（outputs）與結果（outcomes）都是績效評估中重要的參考依據，產出是

契約委外後立竿見影的效果，例如圖書館的藏書量，而結果是產出所造成的長期改

變，比如說社區民眾閱讀的習慣（Bouckaert & van Dooren, 2003）。雖然兩者諸多

指標都有計量化的可能，但是相對而言，結果部份難以計量化的成份或許多一些，

因為結果中尚包含了政策可能的外溢效果或是非預期的效益或傷害，用經濟學術語

來說就是外部性（externality）。就政府契約委外的結果來說，有許多外部性的指

標是難以數量化的，或是換個說法，計量化後數字的意義遠不及計量化前的事實講

述。比如說，契約委外最可能伴隨的結果之一就是貪污與腐化（Donahue, 

1989），當然我們有可能把貪官所貪去的金額算出來（前提是如果抓得到人的

話），但是貪污腐化的意義是遠高於這些金額所能呈現的，它可能引發整體社會對

政府的不信任進而造成社會動盪。這些超越數量的意義，常是政策分析師理性所無

法達到的地方，也可以說是經濟途徑的限制。 

二、社會─政治途徑：追求合理性，所以關注難以計量的社會層

面外溢效果 

從社會─政治途徑來觀察，契約委外的目的不外乎是給政府建立更高的合理

性。但是弔詭的是，政府因為這種「為了委外而委外」的行為很可能造成許許多多

的負作用，好比說沒有妥善處理被解散機關人員的安置、希望建立關係型契約但沒

有審慎評估包商的可信度、沒有適當的處理貪污問題而導至社會不滿等，這些問題

會回頭侵蝕政府契約委外的合理性與政府的正當性。所以，社會─政治途徑下的績

效評估，重視的不是可以計量的產出或結果，而是可能有害於政府正當性的外溢效

果。這些外溢效果的衡量也反應了民主的一些核心價值，像是政府回應性、社會公

平正義、政府的課責性、廉潔與正直、公民信心與滿意等。事實上近年來研究公共

管理的學者們在討論績效時，雖然不見得論及契約委外，卻已對這些面向多有著墨

（Boyne, 2002b; Boyne, Meier, O’Toole & Walker, 2005; Frederickson & Frederickson, 

2006; Nicholson-Crotty, Theobald & Nicholson-Crotty, 2006）。不過在此同時，學者

們也發現在地方政府的績效評估實踐中，這些社會政治面的指標使用頻率遠低於產

出與效率指標的使用（Boyne, 2002a）。以下筆者將回顧近年來社會面向與政治面

向績效指標在契約委外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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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廉潔程度與人民信心 

契約委外過程中的綁標、圍標、收賄、回扣等（DeHoog & Stein, 1999）與其

所可能造成的政治氣候改變都是政府必須關切的議題。貪污腐化在契約委外中是避

免不了的一個問題，不論是民主國家的美國和台灣、或是集權國家的中國大陸，只

要契約委外隱藏有政治酬傭的性質，那麼就一定會有這些「不名譽」的行為。Van 

Horn（1991）就曾引用一個例子，說到 Price Waterhouse 這間公司在非投出最低標

的情形下獲得一張委外契約，理由是「經常與大方地贊助競選活動」。然而，貪腐

是不是真會衝擊政府財政狀況？或是說，貪腐等同於服務品質的降低？其實在發達

國家，貪腐並不一定會造成這些負面影響，真正的問題恐怕是政府因為貪腐問題而

危害到民主政治的一些基本價值，包含決策的公正與公開性，以及政治過程中參與

價值（Hodge, 2000）。當然傷害最大的，恐怕還是腐蝕民眾對政府的信心。 

誠如 Prager（1994: 181）所說：「不是所有非法的勾當都能被發現，就算發現

了也不見得會攤在陽光下」，在契約委外中的貪腐亦是如此，所以迄今的實證研究

中能夠證明這些舞弊行為的依然少見（Hodge, 2000）。然而，這並不是說民眾就

看不到或感覺不到。研究公共部門績效管理的學者認為，在衡量客觀政策結果的指

標缺乏的情形下，主觀判斷的指標還是有相當意義的（Frederickson & Frederickson, 

2006; Moynihan & Pandey, 2005），這樣的主觀指標應用在人民對貪腐的感受上具

有特別的啟發。例如說，契約委外過程中公眾感受到的政府貪腐程度與政府對人民

福祉的照顧程度會造成他們不滿的情緒與反彈（Davis & Coleman, 2001; Thompson 

& Elling, 2000），而這些反彈也會危害委外的成效和契約失靈（Hefetz & Warner, 

2004, 2007），進而影響到政府治理的合法性。 

雖說迄今尚無證據證明收回扣的情形究竟是在契約委外的情形下多，還是直接

由公部門提供服務時多，但是一般假定是在契約時多一些（Hodge, 2000）。筆者

認為，當今對於契約委外績效評估所該做的，不是去計算到底政客們可能貪了多少

錢，而是必需了解長期來說，民眾對於政府整體腐化程度的觀感及他們對政府的信

心，因為這些才是民主政治中最核心的議題。筆者的看法在某程度上與近期公部門

績效評估的建議並無二致，即是「主觀判斷的資料，如民眾感受，有時比客觀的數

據更有意義」。 

（二）政府課責性 

課責性（accountability）有時也翻譯成可責性，簡言之就是讓做事的人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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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對於課責性的討論，除了在規範面上探討「誰來負責」以外，「怎麼讓做事的

人負責」是一個更迫切的議題。在政府績效評估的文獻中，有許多研究都建議應將

課責性納入研究範圍，但是在實證上真正做到的研究卻少之又少，原因不外乎是資

料難以取得。Boyne（2002a）就曾提英格蘭與威爾斯的地方政府運用 55 個績效評

估指標，其中只有三個是有關於課責性的。Hodge（2000）在回顧文獻後發現，在

2000 年以前的契約委外研究中只有一個實證研究納入了課責性當做績效指標。所

以，筆者在本文中也呼籲往後契約委外的實證研究必需加強對課責性的評估，畢竟

這是民主的根本價值之一，也是政府正當性的來源。國內學者黃源協（2005）在分

析英國強制性競標起落時也提到過這個問題。而關於「如何讓做事的人負責」這個

問題，一般認為有五種途徑：國會監督、組織內部控管、法規規制、民眾監督（如

公聽會或經消基會保護等方式）、與市場決定（即消費者來判斷服務品質良窳）

（Stone, 1995）。 

在契約委外中，最常遇到的問題在於法規層面上，因為契約委外相關的規範不

僅常前後矛盾，而且模糊不清，給人太多扭曲解釋的空間（Hodge, 2000）。學者

們更認為，契約委外事實上是變相鼓勵政府官員與企業躲避法律責任（Mulgan, 

1997），進而導致課責性的損害。在筆者看來，這些矛盾模糊的規範來源除了政府

本身具有「規避責任」的天性外，最可能的就是政府希望運用關係型契約來強化其

自身的合理性。如之前分析，如果契約委外本身就象徵一種合理性，政府會傾向使

用關係型契約而非傳統式契約，因為關係型契約的壽命較傳統契約長，對政府而言

關係型契約等於省去了多次競標的麻煩，也增加包商與消費者間長期互動的信賴

感。關係型契約最重要的特徵就是模糊的規範與雙方的信任關係，如果規範得過份

詳細，包商在服務提供上就失去彈性。於是，政府在規範的詳細程度上便遇到一個

兩難：規定太過，便失去關係型契約強調的彈性；規定不足，便容易讓包商們逃避

責任，造成課責性上的問題。不容否認，酬傭政治也可能造就為特定包商量身訂做

的法規，尤其在政府官員意圖酬傭的包商並非效率或效能上最佳選項時，運用模糊

的語言將有助於契約雙方對一些不利於他們的後果做較有彈性的宣示。 

另一個問題在於契約委外後，民眾似乎無法如以往一般直接取得政府所提供的

績效資訊，因而在直接監督上出現了瑕疵。資訊不公開的理由其實很簡單，因為私

人組織不像政府一般有義務告知人民行政過程，相反的，他們有許多的商業機密是

不宜對外公開的（Hodge, 2000）。這對政府來說又是另外一個兩難：如果政府要

用契約委外來建立其「改善無效率」的正當性，那麼同時就必須犧牲「資訊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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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當性。最後一個課責性問題在於市場。如前所述，契約委外不一定會代表有足

夠的市場競爭，因此服務品質並不一定會改善，反而因為包商對於效率與成本的考

量而有下降的可能。比如說自來水和電力在契約委外前，忘記繳款或許會接到一兩

次摧繳通知，但是在委外以後，包商為了成本考量就直接斷水斷電，民眾因為缺乏

包商競爭也只能接受。其實契約委外過程中會有少數競爭的理由也不難理解，因為

政府在進行委外時，競爭從來就不是實質要求而是「程序必要」；再者，酬傭政治

也常使得政府官員在不公平競爭下將服務外包（Wallin, 1997; Whitford, 2007），這

不但違反民主政治中所強調的公平參與，對政府正當性更是一種危害。 

總之，契約委外後最可能出現的課責性問題有三個：法規、民眾監督、與市場

課責性，而政府意圖發展關係型契約、酬傭政治、與私部門商業機密則是可能的成

因。不論是何種課責性問題，最終都會對民主的基本價值產生負面的衝擊，如公平

參與、自由選擇、政府回應性、決策透明等等，進而影響政府的合理性。所以，就

政治─社會的影響層面來看，將課責性納入評估範圍雖然困難重重，卻又是刻不容

緩的事。 

（三）勞動市場的問題 

勞動市場的問題包含兩個層面，其一是由於契約委外造成的人員重置與整體社

會的氛圍變化，其二是在「節約成本」的考量下造成可能的工作內容改變與工作品

質犧牲，這兩者對政府正當性與合理性的影響不可謂不大。先就第一個問題來說，

這可以說是政府為了精簡化而委外所產生的負作用（Dilger et al., 1997）。現有的

一些文獻傾向於認為在考量原機關的公務人員轉進私部門與其它機關後，契約委外

仍舊造成了短期整體社會失業率上升（例如 Escott & Whitfield, 1995; Ferris, 

1988）。當然不容否認的是如果地方政府在契約委外過程中節省下經營成本，那麼

這些錢便可以用在擴大其它項目的支出上，進而創造新的就業機會（Moore, 

1999），但是舊工作消失後與新工作出現前的這段空窗期，時間並不確定，其所造

成的社會不安就不易掌握。再者，我們也難保契約委外就一定能節省成本與提升效

率，畢竟就「以契約委外增加合理性」的觀點來看，效率並不一定是政府的考量。

很可惜的是當代討論契約委外與失業問題關係的實證研究並不多，或許大家都把這

兩者的關係視為理所當然而不加討論（Hodge, 2000），或是假定這樣問題在長期

上可以由勞動市場的重新吸納來解決。然而如果這種問題發生過於頻繁，可能會影

響人民對政府的信心。再者，實證研究也顯示，在契約委外過程中遭到解雇的公部

門雇員所得到的政府補助相當有限（Moore, 1999），這更可能加深人民對政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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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關心人民基本生活需求的疑慮，進而有害於政府的合理性。 

第二個是有關於工作品質與社會正義的問題。如果說契約委外暗示著組織精簡

與節省成本，那麼大量的臨時雇員或兼職人員（part-time workers）便不可或缺。

通常這些兼職人員在工作的條件上基本是不如一般員工的，他們可能以時薪計薪，

在工作上享受的訓練與保障相當有限，有些甚至在高風險狀態下工作而沒有保險。

根據一些英美的實證研究發現，這些作業員多半以女性或黑人居多（Escott & 

Whitfield, 1995; Stein, 1994），換言之就是社會上較弱勢的族群，如果說把類似的

情形放在台灣的話，那麼這些族群或許是外籍勞工。假使契約委外的本身有強化政

府合理性的功能，那麼很諷刺的是，因為契約委外加深的社會不正義足以把剛建立

起來的合理性給抹煞掉。再者，當這些臨時雇員與一般員工在一起工作時，不僅臨

時顧員容易感到「地位不如人」、正式員工也會畏懼「哪一天輪到我」（Chen & 

Brudney, 2009）。這些問題都將衝擊到社會資本的建立，最終挑戰政府的合理性。 

（四）小結 

在績效評估部份，筆者回顧了許多在契約委外後社會層與政治層面上可能產生

的問題。很弔詭的是，政府希望藉由契約委外來強化其存在的合理性，但是又因為

契約委外產生的負作用而可能失去其合理性與正當性，這也提醒了政府管理者必需

更加重視契約委外後產生的非預期後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由於社會與

政治面上的政策效果多半要經過長時間才顯現得出來，在績效的資料與數據取得上

自然比較困難，即使有相關資料，也可能是個案式的非計量數據（Kopczynski & 

Lombardo, 1999），這也難怪學者們或地方政府對短期的產出數據有更多的偏好。

但是，政策產出的數據鮮少能夠真實反應社會整體的需求與期盼，反而是政治與社

會面上的結果對公共管理者才有更真實的啟發（Nicholson-Crotty et al., 2006）。 

伍、平行論述之三：契約委外的知識論基礎 

對契約委外基本假定的討論，讓我們了解政府委外的目標並不一定只是效率，

而是契約委外的本身就是一種目標。因著契約委外的出發點不同，政府管理者必需

採用不同的理論來管理契約關係或使得契約關係制度化；也因著契約委外的出發點

不同，政府管理者更必需在政策評估時考量一些「計量數據達不到的」負作用。這

些基本假定、理論應用、與績效指標的討論，最終都可以歸結到一個哲學性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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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識論。 

一、經濟途徑：追求效率，關注可計量結果，故強調顯性的知識 

由於經濟途徑中追求效率與低成本的考量，相關的數據分析是基本的要求。受

過嚴格經濟學與數學訓練的政策分析師們常喜歡採用各式各樣的經濟理論，如代理

人理論、交易成本理論等，透過觀察與假設建立，用經濟數學（econometrics）將

契約間的行為關係模型化並測試其假設。經由這樣的「科學方式」，他們較能夠化

繁為簡，並容易地將他們清析明瞭的政策建議提供給他們的政客老闆們，告訴他們

契約規範詳細到什麼程度才能夠使效率最大化，所以這種情況下契約管理的方式也

是白紙黑字的，契約雙方存在一種交易的關係。而透過這種「觀察─假設─測試─

證明」方式所誕生的知識稱為實證的科學知識（Harris, 2008）。科學知識具有客觀

與顯性（explicit）的特質，並且容易用文本的方式呈現（Nonaka & Takeuchi, 

1995）。在經濟途徑的績效評估上，無論是成本效益分析或成本效能分析，產出或

效率的指標，都要求能夠金錢化或計量化的數據分析，故專門於評估的分析師們亦

仰賴科學知識的應用。 

二、政治─社會途徑：追求合理性，關注難以計量的社會效果，

故強調隱性的知識 

相對的，政治─社會途徑所強調的政府合理性本身即是一個相當模糊與隱晦的

概念，不易由量化數字或科學知識來表達。如前所述，政府可能藉由空洞化國家來

獲取政治上的合理性，而我們在客觀上也確實能夠取得政府契約委外的數量與相關

網絡行動者的數量，但是這些客觀的數據並無法幫助我們得知當今政府的合理性到

達何種程度。再者，在空洞國家形成後，政府必需運用各種策略來管理績效，但是

處理複雜的網絡關係上，簡化後的科學知識對公共管理者的幫助或許有限；如果政

府管理者希望透過關係型契約來強化其合理性，那麼關係型契約中強調的信任與社

會資本更不是數量可以表達的（廖坤榮，2005）。這些難以表達的社會面向與政治

面向上知識也稱為隱性知識（implicit knowledge）或是默會知識（tacit knowledge）

（Koskinen, Pihlanto & Vanharanta, 2003; Nonaka & Takeuchi, 1995; Polanyi, 

1966）。默會知識強調個人對事物的主觀認識與判斷（Hummel, 1999），並且不易

傳遞。政治─社會途徑下的績效評估也反應了這樣的知識基礎。前面所討論的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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率、臨時雇員、貪腐程度等或許都能以數字的方式呈現，市場課責性也能用投標競

爭者的數量來代表，但是這些數據究竟有多少意義是值得懷疑的，因為我們所關心

的不是這些數字的本身，而是這些數字背後隱藏的政府合理性與正當性程度。而這

些，端有賴於政府管理者用「心」去體會。 

有一點必須澄清的是，筆者並不認為應該讓質性的和隱性的知識成為「管理者

的秘密」。相反的，筆者認為當今研究契約委外所面臨最急迫的議題，也是學者們

最需要做的功課，是對於這些隱性知識的「外顯化」（Nonaka & Takeuchi, 

1995），並且將這些外顯化的知識做更有意義的詮釋。筆者所說的外顯化指的是，

除了將就業率、臨時雇員的福利與保障、貪腐所耗費的成本與監督成本等用一些客

觀（雖不一定有意義）的數據表現出來之外，然後運用統計上的相關性分析，把它

們連結到一些「主觀但可計量」、並且能夠衡量政府合理性的指標上，比如說民眾

對於政府整體的信心、民眾對政府施政公平程度的感受、企業認為政府是否在契約

委外時夠透明化、以及不同服務項目的「服務品質」的指標等等。在實證上有了這

些連結，學者與政策分析師才能知道政府的廉潔、課責性、與正義的形象是否「在

人民心中得到了改善」，也才知道政府是否在運用契約委外中真正提升其施政的合

理性與正當性。有了這些研究，學者與分析師們才能提供更有說服力的政策建議。

所以對研究契約委外的學者們而言，如同 Riccucci（2001: 174）所說的，傳統的

（或說正統的）公共管理是「試圖強化 Simon 告訴我們的，公共行政從來不是一

種科學，但是我們不僅可以、也應該用更嚴謹與科學的方法來學習與研究公共行

政」。對公共管理者來說，契約委外做為一個政策上的工具，其就如同公共管理其

他的知識一般，是一個「科學與藝術的混合體」（Lynn, 1996）；公共管理者「就

像工程師一樣，必需同時運用科學的方程式與個人智慧判斷」（Behn, 1996: 91）

才能妥善運用契約委外這樣一個政策工具。簡言之，政治─社會途徑的知識論是強

調「隱性與主觀知識的重要性絕不亞於顯性與客觀知識的重要性」，但是如何將這

些知識外顯化並將其有意義地詮釋與應用是目前的當務之急。 

陸、結論 

契約委外，這個名詞在新公共管理年代突然受到公共行政界的重視，也因此有

許多公共行政界的學者把這個名詞與新公共管理劃上等號。然而，新公共管理早在

時代的洪流中被淘汰了，但契約委外卻依然屹立不搖地存在於政府施政中；不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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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每年有多少的契約以無效率告終或是回收經營，政府卻又不斷地將一項一項的服

務委外經營。這代表了一件事：契約委外對政府而言，其目標不見得是效率，而是

政府本身意圖藉由契約委外來強化其施政的合理性。如果說民眾意識到政府在行政

上有官僚先天的缺失，包含緩慢、遲頓、浪費、無效，並且對「政府為公共服務唯

一提供者」感到懷疑，那麼政府把服務委外由企業或第三部門提供，並將自身規模

縮小，便有其施政上的合理性與正當性。在各個單位競相模仿之下，國家開始空洞

化，大量的契約委外變成一個網絡關係；傳統上白紙黑字的正式契約也慢慢向長期

「關係式契約」轉變。 

所以，從商業管理界發展出的傳統契約委外管理的理論，如代理人理論與交易

成本理論等，應用在公部門上就顯得有些力不從心，畢竟這些理論都假定契約本人

所追求的目標必脫離不了效率，然而公部門在契約委外時的考量不僅僅是效率，更

重要的還是合理性與正當性。所以筆者認為，學者們在解釋為何公部門為何不斷將

公共服務經由契約委外經營時，制度同型化是個可以應用的理論；而在討論政府如

何管理契約關係時大致有兩方面可以努力，第一是橫的面向，意即應用現有的網絡

研究基礎來探討大範圍契約委外後的網絡管理，第二是縱的面向，意即應用社會資

本與信賴關係的文獻來討論建立關係型契約的可能性。如果能將這兩個面向與契約

績效做一個連結，那對於契約委外的實證研究將會有相當的貢獻。不過在這個連結

產生之前，學者們對於契約委外的績效指標必需做更深入的分析。 

如果說政府契約委外最終的目標是合理性與正當性，那麼打從委外的那一天起

其合理性應該就建立了不是嗎？為什麼還要討論其績效呢？事實上就是由於政府

「為了委外而委外」，所以事前並沒有仔細評估可能發生的負作用，如貪污腐化、

課責性、勞動市場的問題，而這些問題最終很可能影響人民對政府的觀感，包含政

府施政的透明、對失業與弱勢的保護、對人民不滿的回應等。若沒有妥善處理，將

可能衝擊到民主政治的根本價值，進而回過頭侵蝕政府的合理性。所以，在績效評

估的部份，筆者回顧了相關的文獻，並呼籲未來的契約委外研究應該更重視政治層

面與社會層面而非單單經濟層面的指標。在這篇文章的最末部份，筆者將契約委外

的目標、理論應用、以及績效評估的分析整合進入一個比較哲學性的議題─知識

論。透過顯性知識與隱性（默會）知識的平行呈現，筆者試圖傳達的信息是：當代

對於契約委外的研究因為假定效率為最重要的指標，因而過度強調以數量化與金錢

化為代表的顯性知識與客觀知識，但在此同時卻忽略了在社會與政治面上較難以測

量的隱性知識與主觀知識。筆者認為當代契約委外的研究不僅應強調隱性的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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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應該將其外顯化，透過科學方法將其與「可計量的主觀效標」結合，探討契約委

外與政府施政合理性的關係。 

筆者將本文所分析的四個面向總結如表一所示。 

表一 經濟途徑與社會─政治途徑的比較 

 經濟途逕 社會─政治途徑 

目標 效率 政府施政的合理性與正當性 

在達成目標

與契約管理

上可應用的

理論 

以經濟學理論為基礎 
市場原理 
代理人理論 
交易成本理論 

以社會學或政治學理論為基礎 
制度同型理論 
網絡分析與網絡管理 
社會資本與信任關係 

績效評估指

標 
可數量化、可金錢化 
短期產出，如成本、效益、效能等

可供分析師們計算效率的指標 

難以數量化 
長期結果，尤其是外溢效果，如廉

潔程度、課責性、勞動市場問題等

與政府合理性有關的指標 

知識論 顯性與客觀的知識 
強調科學知識的「內容」，不強調

主觀知識的必要性，主張管理者通

常依賴「簡單易懂」的科學知識進

行政策決定 

隱性與主觀的知識 
強調科學知識的「方法」將隱性知

識外顯化，並連結主觀但可數量化

的知識，主張管理者的知識應該「

結合科學與藝術」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 
 

當代公共管理研究中有諸多議題與概念皆是自商業管理中移植進來的，所以公

共行政學者在應用這些概念上必需特別注意一個核心問題，那就是「公私部門是不

是具有根本上的差別」（Boyne, 2002b; Rainey, 2009; Rainey & Bozeman, 2000）？

比如說在移植動機理論上，就必需注意公私部門員工在天生需求上的差異，因為政

府部門員工較偏好穩定的工作與有趣的工作內容。同樣的，在移植契約委外的概念

與理論進入公共行政研究的同時，學者們也必需考量到公私部門上一個最根本的假

定差異：政府是追求效率的嗎？更確切一點說，政府不追求效率會導致組織死亡

嗎？如果這個答案不見得是肯定的，那麼我們憑什麼認為政府將契約委外後就會變

得重視效率呢？再更進一步說，在「追求效率」這個大框架下的理論應用，例如市

場原理、代理人、與交易成本等都產生適用性的問題，因為政府追求合理性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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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契約簽定的那一瞬間就已告完成了，所以在契約關係中不見得會追求私人利益最

大化。因此，在契約管理上，社會學或政治學的理論有較高的適用性；在績效評估

上，社會面向的指標也應該受到更多的重視。總之，「公私差異」是政府管理者與

公共行政學者們在移植管理概念與理論時必需首先考量的議題。 

誠如 Wise（2002）所指出的，驅動當代行政革新的力量不只是如新公共管理

所主張的經濟觀點，還包含有以下三個根本價值；第一是社會公平（social equity），

包含參與決策的程序公平與服務分配的實質公平；第二是民主化（democratization），

包含課責性與決策透明性；第三是人文精神（humanization），包含人民在工作與

家庭層面上生活品質的保障與提升。如筆者在討論績效評估時所分析的，政府若意

圖運用契約委外來推動行政革新，應該留意這三個價值在契約委外過程中是否得到

真正的實踐。如果說政府的合法性是契約委外所追求的最終目標，那麼政府實在不

應如新公共管理年代所倡議的將政治從行政中分離出去，即使分開也應該只是概念

上而非實質上的；恰相反的，政府應該將將民主價值與社會績效視為行政目標的一

部份（Box, Marshall, Reed & Reed, 2001; Kirlin, 1996; Montjoy & Watson, 1995; 

Rosenbloom, 1993; Svara, 2001; Wamsley et al., 1990）。當前對於契約委外的研究，

最欠缺的就是將這些規範性的呼籲轉化成實證上的探索；對有關契約委外在政治社

會層面上績效的證據，我們掌握得還太少；我們對於如何將網絡分析、社會資本、

與信任關係的研究運用在契約管理上的知識也還不成熟。若說契約委外這個舊工具

是因著新公共管理而風行起來，那麼如同 Lynn（1998）所說的，公共行政的學者

們或許可以藉由整合經濟、社會、政治、與心理學的模型與理論，使新公共管理與

契約委外變成一個奠基在跨學科理論上的公共行政重要遺產。我想，Lynn 的建議

或許正是當代公共行政的學者們該努力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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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though contracting-out has long been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best ways 
to help government enhance the overall level of efficiency, empirical evidence 
suggests that inefficient contracting is prevalent in public organizations.  
Ironically, inefficiency does not impede the use of contracting in governments.  
The fact that legitimacy instead of efficiency is the paramount concern for 
government contracting is probably the origin of this paradox.  In this, the 
author reexamines theories,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and epistemology of 
public sector contracting.  The author argues that applying principal-agent 
theory, transaction costs theory, and market theorem to government contracting 
may be misleading.  Theories in sociology and political science can more 
appropriately depict the dynamics of government contracting.  Socio-political 
indicators such as probity, accountability, and problems in a labor market are 
more adequate performance measures.  In sum, public administration scholars 
are encouraged to employ the socio-political approach to conduct contracting 
research in the future.  

Keywords: contracting-out, privatization, economic approach, socio-political 
approach, comparativ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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